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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求学时完成的一篇博士论文，之后

在其指导老师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的推荐下，以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为

名在伦敦正式出版。马林诺夫斯基是波兰裔英国人，被当时学界誉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功能

学派的创始人，他为此书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且又引人深思的序言。在序言中，他开篇就说：“我敢于

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公认为是人类学田野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的一个里程

碑。”[1]该论文完成后即被评为1938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优秀博士论文，次年在伦敦Routledge书局出

版后，便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必读著作，此后又相继有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1939），Lon⁃
don: Kegan Paul，Trubner（1939），东京教材社［昭和 14（1939）］，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62）等多个版本问世。而国际学术界对《江村经济》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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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20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学界都在以不同的形式缅怀前辈的学术风范。作为费

孝通先生的代表作，《江村经济》在学术实践中敏锐地提出了“古今中西”文化相遇这一重大问题并对此进行

了积极回应，使其真正参与到了世界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中。值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之际，

新的境况对世界性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天，我们仍处于转型期社会学知识建构的过

程中，在新的形势下带着新的问题重读费先生的著作，不禁深切感受到其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思想至今仍

不过时，对解读当下的现实情境仍有极其深远的启迪性，而重温费先生的学术著作也必将对我们思考当前

中国如何面对“新处境”的问题产生新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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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马林诺夫斯基：《中国农民的生活·序》，《费孝通文集》第二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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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跨越了以社会学、人类学为主的35个学科，波及英、美、加、澳等15个国家[1]。今天，在费先生诞

辰110周年之际，重新深入研读《江村经济》，同样会使我们对其“里程碑”意义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一、跨越“文野”与情怀担当

就世界人类学的发展与推进而言，《江村经济》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使人类学研究真正迈出了

跨越“文野之别”的关键一步，实现了马林诺夫斯基所期盼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

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

的研究”[2]的愿望。《江村经济》的研究实践开创了人类学的新风气，标志着人类学“从过去被囚禁在研

究‘野蛮人’的牢笼里冲出来，进入开阔庞大的‘文明世界’的新天地”[3]。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以往社

会学或文化人类学一直从事“他者化”的“异文化”研究，将“野蛮人”作为其研究对象，人类学实际上就

是“野蛮学”[4]。马林诺夫斯基在其早期著作中也经常使用“野蛮人”这一极具歧视性、侮辱性的词汇，

在他的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田野笔记中也充满着殖民主义色彩的人种主义认识论。那么，为什么马林

诺夫斯基会“醒悟得比别人早些”并提出人类学方法与理论的转向问题呢？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

当时，马林诺夫斯基在非洲研究现代各民族的关系时，触及现代文明和土著文化之间的“文野”鸿沟，

这对他原有的实地调查方法及理论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为此，他想探索一条道路，为从对野蛮人

的研究过渡到对文明人的研究“筑好一顶楼梯”[5]。“以撰写民族志引起社会人类学革命的马林诺夫斯

基，这一次又以人类学方法论再一次引发革命”[6]。所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通过“江村”否定了

人类学对“他者”的研究方法，让马林诺夫斯基认识到，人类学真的有可能会展开一个全新的领域，也

预示了在他所提出的“他者化”问题上将引发“一次方法论上的革命”。因此，他对《江村经济》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认为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

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

的人类学”[7]。不知马林诺夫斯基在提出“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民”这一倡议时，是否想到了他

自己那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饱经苦难的波兰民族，但他的这种倡导确实“没有灌入他的一些学生耳

中”[8]。虽然也有像弗思（R. Firth）这样的学生，将马氏所说的“社会学中国学派”特点凝练为“微型社

会学”不断加以宣扬，甚至还亲身赴马来西亚的渔村去加以实践；但是，更多的马氏后学弟子们并不具

有苦难民族的历史记忆，很难与马氏产生共鸣，因而也就很难深刻地理解马氏的新理路，也就更难将

其付诸研究实践。对此，费孝通先生曾坦言：“事实是我实在还没有听说过国外的人类学家中有对自

己民族或国家的人民进行过严肃的研究。”[9]那么，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又如何能切合马氏的思

想，并在研究中初步实现其设想呢？按照韩国学者全京秀的说法，是因为“费先生在田野调查研究中

将自身所感受到的刻骨的爱与恨结合在一起撰写了《江村经济》”[10]。作为“一个年轻的爱国者”，费孝

通先生时时刻刻“关心自己祖国进退维谷的处境”，是这样一种诚挚的情感使马氏同意其将研究主题

放在“解答中国怎样适应新处境”的问题上。

比马林诺夫斯基幸运的是，费孝通先生能将一生的学术追求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密切结合在一

[1]周云、彭书婷：《近20年〈江村经济〉对英语学界的影响》，〔昆明〕《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

[2][7]〔英〕马林诺夫斯基：《中国农民的生活·序》，《费孝通文集》第二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第

214页。

[3][4][5][8][9]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6][10]〔韩〕全京秀：《费孝通人类学研究方法探讨——精读〈江村经济〉》，〔南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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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早在 1933年，面对遭受西方工业冲击、不断走向没落的中国经济现状，费孝通先生就开始探究

“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这种情形呢？”[1]。他认为，任何一个学者都是有祖国的，“若是研究者国家灭亡

了，他会和其他的国民一般受到痛苦”[2]。因而挽救民族的正确道路就“从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他

的这种充满感情的研究精神也得到了派克（R. Park）的鼓励，派克曾说：“中国的将来是将慢慢地在梦

想中，在切实的成就中，及在青年们逐渐产生的习俗中，获得它的体形。”[3]

费孝通先生等学人接触到功能学派之后，更坚定了其跨越“文野”的探索决心。费孝通先生与同学

们发现，功能学派较进化学派与传播学派的历史性研究更具有科学性，更贴近现实，更适宜从现实社会

中寻找问题和发现问题，也更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于是，他们便逐渐接受了功能学派的方法，并

不断尝试运用这一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也正是在这一尝试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与马林诺夫斯基同

样的困惑，即民族志方法是否只能用于研究简单的“野蛮”社区，而“不能用于我们自己本地的‘文明’

社区”研究的问题。虽然他们也承认这种研究“很不容易获得一个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他们自己所生长

于其中的文化”[4]，但“不容易”并不等于“不可能”。正是带着这种思考，在对花篮瑶采取“他者化”方法

研究之后，费孝通先生在进入“江村”之时就是抱着“要打破上述的成见”的设想，希望“用研究花篮瑶

时所用的方法，去研究一个本国的乡村”，以期“证明我们的方法是可以用来研究不同性质的社区”[5]。

也许正是这种学术研究与社会关怀相结合所引发的方法论上的思考与探索，才使得费孝通先生“无

意”间参与到马林诺夫斯基对方法论的革命性实践之中，也同时成就了《江村经济》的“里程碑”地位。

如果从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生产的角度去重新认识《江村经济》，我们会发现，费孝通先生又“无意”

间参与到了世界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之中。虽然，费孝通先生并未将其学术精力投身于纯粹的学术

理论对话之中，去刻意地追求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但在从家国情怀出发去思考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民

族危亡问题时，他迫不得已地不断采用“变通”性的方式，尝试着将围绕“他者”的“野蛮学”（即马林诺

夫斯基开拓的功能学派方法）与着眼于工业文明社会的社会学方法（即派克开拓的城市社区研究方

法）加以融合会通，从而“无意”间生产出融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方法论知识。有研究指出，费孝通先

生不仅以其《江村经济》跨越了“文野之别”，而且运用功能观念对“文野之别”进行了全面的理论阐发，

体现了他将进化论和功能论联系起来的完整的历史观和文化发展观[6]。从这个意义上说，费孝通先生

通过自身的努力既继承了马氏的功能论又对此有了新的超越，使社会人类学和文化功能论达到一个

新的境界。同时，他的知识生产劳动，也为国际社会科学构建了关于中国社会的知识体系。除了《江

村经济》之外，他还在美国出版了《云南三村》《中国乡绅》等著作，这些建立在“江村”基础上的衍生性

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学术界用以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的知识库。

另外，从实践论上，费孝通先生积极投身于家国事业的研究，完全不同于以往社会科学全然客观、

冷静观察的学术要求，他的研究实践追求的是价值投射下的客观研究，这也为后来的社会科学研究累

积了宝贵的方法论知识。

二、学科本土化与文化自觉

就中国人类学、社会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江村经济》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的文

[1]费孝通：《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2]费孝通：《社会研究能有用么》，《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3]费孝通：《社会学家派克教授论中国》，《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4][5]费孝通：《江村通讯》，《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第370页。

[6]沈关宝：《从学以致用、文野之别到文化自觉——费孝通老师的文化功能论》，〔上海〕《社会》2006年第2期。

46



· ·

从费孝通《江村经济》谈知识生产

化自觉，是20世纪30年代初“吴文藻等中国学术前辈力倡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社会

学中国化的道路上”坚实的一步，所以被称为是“三十年代燕京社会学派的代表作”[1]。

“毫不犹豫地把爱与恨结合在一起”的学术立场，是吴文藻、费孝通们“对自己进行的自我反省和

自我鞭策”[2]。正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使命感的驱使下，“马老师赞扬的研究自己民族的人

类学在西方固然没有得到响应，我们中国学者却还守着他的遗训，而且有所发展”，并初步形成了“社

会学中国学派”的特点。这按弗思的说法就是“微观社会学”[3]，而按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就是以“到实

地去”为口号，“社区研究”是招牌[4]。

吴文藻、费孝通们之所以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基本上忽视运

用田野方法去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最初时期，“并没有对于了解中国社会及改造

中国社会有过任何显著的贡献”，“至多只能做个人的癖好”[5]，因此，其合理性受到质疑。简单的引入、

生硬的套用，使得当时中国的社会学显得“肤浅空虚和没有用”，所做的研究多是“洋牌话匣子”，“在文

章上可以引证一百个外国例子，而一句都没有提及问题所在的本国”[6]，这样的研究无法真正认识中国

社会问题之所在，更无法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困境。

费孝通先生认为，“社会既是一种自然现象，自然有观察，有分析，有形成公律的可能和必要，而且

从事实的观察，分析而得到概括性的结论，自然有给人控制未来现象的可能和用处”。要有效地进行

社会建设，就“不能不从了解实情做起”[7]，所以，要想避开以往一些“社会学者”所走的歧路，就必须“走

到实地研究的路子”，即进行“社区研究”。

而功能学派是以文化结构作为研究对象的，注重文化的整体性，这就不能离开对研究对象所在地

的推断。于是，注重实地工作成为功能学派的特点，或者说严谨的实地工作是功能学派兴起的根本。

费孝通先生认为，“实地研究和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问题式’的方法是不同的”[8]，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可

以认识事实、叙述事实，而不是“去寻找材料来证明‘哪个办法是对的’，‘哪个政见是不错的’”[9]。实地

研究不针对这样的问题，也不解决这类问题，因而不能确定自己的“政见”。他深信“一切办法只有从

实地试验中来”[10]。他更强调，“社会研究是要在实地里发生问题”，“贵在能在社会组织中看出各部分

地位的轻重和搭配间的微妙，轻重之别，微妙之处，全在研究者在观察时的权衡体会。要得到正确的

权衡，深切的体会，只有在实地里时时修正，刻刻校核，因为这里主观成分较多，一离实地就不免‘走

样’了”[11]。

正是在这种方法论认识的基础上，杨庆堃去到山东邹平，林耀华去到福建义序，廖泰初去到山东

汶上，李有义去到山西，郑安仑去到金门，费孝通先生与夫人王同惠去到广西大瑶山。最初，费孝通们

的社会研究首先是抓住“人、地、文三角的结构”，再采用区位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但随着“到实地去”工

作的开展，其研究从抽象的“社会”走入具体的“社区”，他们发现原有的方法“不够了”，便逐渐转用功

[1]张静：《燕京社会学派因何独特？——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例》，〔北京〕《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1期。

[2]〔韩〕全京秀：《费孝通人类学研究方法探讨——精读〈江村经济〉》，〔南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3年第4期。

[3]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4][6][8][9]费孝通：《伦市寄言》，《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页，第410页，第405页，

第406页。

[5][7]费孝通：《写在〈汶上县的私塾组织〉的前面》，《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第

392页。

[10]费孝通：《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11]费孝通：《社会研究的关键》，《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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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学派的方法分析整个社区的结构和活动[1]。

在这一“社会学中国化”的探索中，派克、拉德克里夫-布朗（A. R. Brown）、史禄国（S. M. Shirokogo⁃
rov）都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者研究中国自身社会文化这一主张的有力支持者。《江村经济》正是在这

种鼓励、引导下，通过之前对各种方法论的摸索与实践，逐渐形成的、具有较为完善系统的“实地研究”

的成果，同时，也为了解中国江南乡村社会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知识。

对《江村经济》，即便是反对从微小社区入手研究文明民族的利奇（E. Leach），也充分肯定这是一

部功能主义的著作。马林诺夫斯基所开创的人类学功能主义认为，人文世界就是一个“完整”的文化

系统，而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以及各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的功能关系，

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存在都是以其他组成部分的存在为前提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发生变化，与其相

关的其他组成部分也会随之而发生变化。而这种功能关系是“抽象的、普遍性的、没有时间性的”，因

而我们“可以得到一般的原则”[2]。所以，当费孝通深入“江村”进行调查时，便以功能理论为指导，去探

寻传统中国乡村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如何相互依存、周而复始地再生产着的。继而，再探究一个有

着强大生命力的系统在面对西方工业力量冲击时，出现了什么问题，产生了什么样的危机，中国乡村

自主性的回应是怎样的。《江村经济》的知识生产正是遵循这样的功能主义的原则来推进的。

尽管按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他“并没有把社会各方面的功能全面顾及”[3]，但仍是从整体出发有侧

重地叙述了“江村”这一社区的经济生活，即“农户家庭再生产的过程”。对于中国乡村经济生活的再

生产，费孝通先生不仅关注其经济领域的再生产，更关心其社会组织的运作。因此，《江村经济》首先

介绍和分析的就是家庭、亲属、邻里这些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的构成及其日常运作的方式，然后描述分

析了依托于这些社会组织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基本样态。在介绍和分析经济领域的运作时，他分别

就职业分化、劳作时间的安排、农田耕作的方式，以及养殖、商业等副业的经营方式，分门别类地进行

了详尽的描写。之后又对维系经济生活的资金运作情况也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传统的中国乡村，无论是社会组织系统还是经济生产系统，都是由一系列子系统构成，中国乡村生

活就是在这些系统的相互依托、相互推动中“周而复始”地生存、维系着的。资金是乡村系统运作的

“润滑剂”，来自系统外的西方工业力量给原有的乡村生活带来的是一种变革性的力量。

通过对“江村”社区“农户家庭再生产”的系统考察，费孝通先生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

所在，也提供了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最基础的知识[4]：

1. 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体现为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

济”。也就是说，中国农民仅仅依靠农业生产是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在农业生产之外还需要家

庭手工业、养殖业等副业做必要的补充。在“江村”这一江南水乡，养蚕、缫丝对于农民家庭而言便是

最重要的副业。

2. 随着现代缫丝业的引入，原来相对封闭的中国乡村不同程度地被带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

这不仅引发了其经济生活的变化，也带动了其社会生活的变迁，触动了其亲属关系的微妙变化。这些

外来的先进技术最终也成为一股推动原有社会系统变革的力量。

3. 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的根本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农民已经到了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状态，即

“人民的饥饿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生存性危机，直接的原因就是传统家庭手工业等副业的崩溃，

[1]费孝通：《伦市寄言》，《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页。

[2]费孝通：《人类学几大派别——功能学派之地位》，《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3]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4]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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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这种崩溃的原因正是西方强劲的工业扩张，致使中国落后粗糙的传统家庭手工业无力与之竞

争：“土货的市场让给了洋货，在享乐上是提高了买得起洋货者的水准，可是同时却引起了乡村里无数

靠着制造土货的工人们的失业”。

4. 相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大多关注中国如何才能转变成现代文明国家，如何才能走上像西方国

家那样的工业化道路，费孝通先生更关心的是如何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危机。他认为这才是当务之

急，是迫在眉睫的、亟须面对的问题。虽然土地改革可以“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但还难以看到“完成

了的永久性的土地改革”；虽然发展工业是中国社会的未来方向，但在实现工业化之前，十分必要有一

个“过渡”阶段，以解决中国农民的“饥饿问题”。这个“过渡”阶段就是引入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恢复

和发展新型的乡村工业，使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

5. 这一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改进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再组织”（social
reorganization）的问题，也就是说，需要一个符合现代工业运作的组织系统。费孝通先生认为，这一“社

会再组织”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大资本垄断的道路，通过“江村”实验，他看到一种希望，即结合中国社

会原有的“互助”“信贷”传统，将外来的工业组织建立在农民自愿“合作”的原则和基础上，从而使经济

发展惠及最普通的广大农民，而非使资源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中。

三、知识生产与学术共同体

在这一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知识生产过程中，费孝通先生没有像同时代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一样，

以“启蒙者”的姿态去分析和阐释普罗大众的生活，代替其发声。而是遵循“从实求知”的原则，到实地

中去调查，去观察农民自己是如何做出选择的。同时，“他个人也通过学术实践潜移默化地从思想感

情上逐渐浸染进去”[1]，并以农民的视角为其立言。所以，他的知识生产实践是依托于农民的自主性创

造，源自对农民如何应对西方工业冲击、如何做出策略性选择的实地观察。他认为，这种来自社会底

层农民的探索性实践，更符合实际，更具有生命力和主动精神。所以，费孝通先生的知识生产过程，更

应该是针对“江村”农民“知识生产”的“再生产”。

费孝通先生关于“江村”社会的知识生产，不仅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相貌，还进

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这绝不是仅仅依靠不到两个月时间的社会调查所能做到的，

这是源于集体的智慧与思考，是费孝通先生及其同时代学人不断探索、交流、争鸣的结果。

首先，对于以“江村”为代表的中国乡村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了解和认识，主要来自费孝通

先生对于其姊费达生在“江村”十年乡村建设实践的关注。这期间，他一直与费达生保持着密切的交

流并就此进行过深入的沟通。所以，对于“人民的饥饿”、先进技术引入乡村、农民自主性的选择、现代

社会组织的缺失等问题，在其进入“江村”之时就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思考。为此，他还曾撰写过

《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复兴丝业的先声》等文章探讨这些问题。正是对“江村”现状与问题

的熟知，才能让他有针对性地在短时间里获取到课题研究所需的相关资料和数据，并在这些资料与数

据的基础上做出系统性的分析。

其次，既有的学术界研究成果所展现出的多样化思想与方法，也为其理论提供了对话与思辨的源

泉。比如：同样关注乡村社会的晏阳初、梁漱溟等一批学者，他们深入乡村，试图采用教育下乡、文字

下乡的方法应对当时中国乡村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最终却得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结果。这让

费孝通先生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乡村社会的问题不在于文化教育，而在于生存问题。同样是肯定中国

[1]费孝通：《留英记》，《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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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代化的未来趋势一定是工业化，但吴景超却提倡首先发展大机器生产，这一主张与中国社会现

实存在的巨大差距也随着相关争论的出现而变得越来越突出。很明显，这条路径也难以即刻解决农

民的生存问题。而这种分歧也使费孝通先生推进乡土工业的决心愈加坚定。同样倡导农村工业，南

开学派的何廉、方显廷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着重从资料与数据中探讨发展农村工业相对于发展大

机器工业的优势与长处，这类研究也进一步促使费孝通先生的调查更贴近民众生活，从农民的实际疾

苦中而不是从数据中去发现问题。可以说，同时代学术界的不同思想观点，也极大地促成了费孝通先

生学术知识的生产。

当然，费孝通先生学术方法的确立源于许多前辈优秀成果的引导和鼓励。在“兼济天下”的中国

知识分子使命感之外，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会学先贤所提出的“社会学本土化”主张，进一步引导费孝

通先生投入到对中国社会自身问题的探讨与研究中去。派克的“社区研究”方法使费孝通先生放弃了

对宏大抽象问题的争辩，开始将研究对象落实到具体的现实生活群体之中。派克鼓励他们对“完成了

的文明”的中国进行深入研究，这也使费孝通们投身本民族事业的决心更加坚定。拉德克里夫-布朗

使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更聚焦在整体性的功能性关系上。史禄国的指导将费孝通先生正式带入“到实

地去”的研究领域。

除此以外，费孝通先生活跃的学术思想与敏锐的思辨意识还源于同辈青年学子之间不断的鼓励

与交流。费孝通先生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读书期间，与同辈学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

体，他们分别在《大公报》开设《社会问题》副刊，在天津《益世报》开设《社会思想》副刊，在《晨报》开设

《社会研究》副刊，以这些副刊为阵地，以社会通讯研究的形式开展学术交流与探讨。在此过程中，他

们不断吸收西方社会学的精华，围绕乌朋格（W. F. Ogburn）的社会变迁、萨斯（R. U. Sayce）的物质文

化、季亭史（F. H. Giddings）的统计方法、派克的社区分析、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方法等理论展开讨论，

在学习中不断加深对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理解。与此同时，为检验自己的认知成果，他们

还分别深入各地展开实地调查，尝试将西方理论方法与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分析结合起来。正是这

种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训练使费孝通先生逐渐理清了自己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即他与王同惠计划的

“要开始华北社会组织的研究”[1]，最终“完成一部《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的丛书”[2]。《江村经济》正

是这一计划中“花篮瑶”研究的后续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期间，马林诺夫斯基主持下的“赛明纳”学术研讨活动为费孝通

深入挖掘“江村”调查资料的意义以使相关学术问题更加明晰，乃至于为《江村经济》的最终完成，提供

了巨大的助力。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一些西方人类学者多将“江村”视为当时中国的整个乡村，所以在

英国正式出版时（1939年）这部著作被定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当时费孝通先生已经回国）；但费孝

通先生本人始终将“江村”看成是不同于“花篮瑶”的另一种中国社会组织的形式，所以他博士论文的

题目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在1939年回到中国云南之后的“魁阁”时代，他将“赛明

纳”的学术研讨方式带到国内，并主持了针对禄村、易村、玉村的实地调查与研究，尝试“建立类型来补

充这种研究方法”，试图“通过数量上的增加”来取得对中国社会“总体的认识”[3]。这不仅初步实现了

当初与王同惠共同制定的学术计划，回应了后来利奇的质疑，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江村”之外其他类型

的中国乡村社会知识。

[1]费孝通：《关于追悼同惠的通讯》，《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2]费孝通：《江村通讯》，《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

[3]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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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动中的当代社会与新知识体系构建

中国目前正经历着的社会转型是史无前例的。“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能够反映中国社会转型的地

方性知识”，当中国的发展进入现代性的全球化轨道之后，便“与世界的诸多要素不断被卷入相互适

应、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的过程”，那么中国社会学就“亟待构建出一套能够迎面‘变动中的当代’的

新知识体系”[1]。其实，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种现代性问题，早在 20世纪 30年代费达生等中国知识

分子所做的社会实验中，就已经表明其性质为中国人不断探索着“非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并进而

要“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接榫之处和契洽之点”[2]。而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正是在这种社会

实验的基础上探究更深层、更具原则性的问题，即中国现代性将如何保持自身的“文化主体性”[3]问

题。一个世纪以来，像费孝通先生一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未停止过对西方中心化的现代性的抵

抗，这种抵抗不仅深藏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脉络之中[4]，也显现于中国现

代知识生产的实践过程中。

若从知识生产的角度重新审视《江村经济》，我们就能发现，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研究并不是单纯

意义上的乡村社会研究，而是一种“在乡村做研究”的知识生产实践，虽然他是从“江村”入手，但所要

生产的是可以用来认识并解释整个乡村社会、整体性社会，乃至世界体系的科学知识。从这个意义上

讲，“江村”已不是一个狭隘的村落空间，而成为一种开放性的社会系统，“是一种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相

互交织和勾连的整体性社会”。所以，他在“江村”的“逐步深入与持续拓展的追访研究，从对乡村系统

的功能性解释，最终扩展至对世界体系的总体性把握，其着眼的是对世界秩序与文明进程的认识、解

读与反思”[5]。因此，费孝通先生这一知识生产实践也成为他终其一生的科学追求。

十年前，我们团队就曾对费孝通先生在其知识生产实践中始终追问的问题进行过一些归纳，我

们认为，这即是“文化主体性问题”[6]。也有学者将其总结为“费孝通问题”[7]。其后十年，“我们一直

在探索也深感在全球化乃至今日‘后全球化’的逆流中，中国社会学如何‘再补一补课’的问题”[8]。

因为，如何应对现代性问题，对其进行反思并再度寻找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性，这始终是中国

知识分子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今天我们再读《江村经济》，重温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仍

能够感受到那一代中国学者在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所保有的问题意

识，那种深沉的家国情怀体现在具体的学术思考中就成为他们对古今中西境遇下的中国社会要往

何处去的“文化自觉”，这种理论关怀从对地方性知识的探索一直延伸到对全球化世界进程的思考

中，这些情怀和相关理论思考也一直影响着我[9]。费先生晚年希望我们这一代不仅要认识乡土社会

的“差序格局”，还要认识当今中国社会的新“差序格局”，更要认识新旧“差序格局”的相互影响。这

促使我们对当下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民族文化在自我更新与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

主体性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1]李友梅：《中国转型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上海〕《文汇报》2018年6月8日，第8版。

[2][7]陈占江、包智明：《“费孝通问题”与中国现代性》，〔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

第 1期。

[3][6]李友梅：《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北京〕《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4]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6页。

[5][8]李友梅：《“从实求知”与作为研究范式的“江村学”》，〔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9]李友梅：《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北京〕《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李友梅、

耿敬：《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范式——以晏阳初和费孝通的实践为例》，〔上海〕《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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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全球化进程，不断生成着新的复杂性和新的不确定性，进而产生了“分化世界中如何

共存”这一深刻的全球性问题。但人们在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上，不仅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更是存

在着缺少历史意识或时代意识的“去脉络化”问题。当思考难以回到有效知识累积的理论学术脉络

中时，就易导致研究失焦，或与社会脱节的思维失效问题[1]。这需要我们超越旧有的知识体系重新

认识世界。

西方现代性危机及全球秩序的失范在一定程度上警示我们，以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为代表的现

代性模式并非最佳的发展选择，而源于西方的解释框架和知识体系也并非是最有效的，“国际学界

近几十年的努力也没有对认识与回应全球性问题有更显著的进展”[2]。而中国目前也正处在一个超

出我们想象力的全球性“焦虑集”之中，这迫切需要我们对世界文明共识大破裂和合作治理秩序大

变局可能引发的重大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3]。由此，生产或构建一套新的知识体系势在必行。所谓

新的知识体系，其属性必然要求我们回应与之相区别的“旧”的知识体系是什么，二者的关系及相互

地位怎样，即新的知识体系是对“旧”的知识体系的补充还是颠覆等问题。其实，对于这些问题我们

没有答案，甚至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尚处在模糊不清的状态。这更让我们意识到生产或构建一个新

的知识体系的紧迫性。

不管怎样，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所确立的“从实求知”，还是为新的知识体系构建与生产提

供了基本原则。所谓“从实求知”就是在不断地把握变动的“实际”中保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在全球

化加剧演化的背景下提升“文化自觉”。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真问题，而“真问

题的发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获取，又需要根据‘实’的动态发展与多层次特质而不断调整和修正”[4]。

总之，在当下的世界，这种“实”体现在一个持续变动的、不断重组的、虚与实相叠加的关系秩序

格局中。全球秩序出现的新变化和新转折，也为创新全球治理的理念、重建全球治理的秩序提出了

迫切的要求。为此，中国社会学亟待构建一套能够应对“变动中的当代”的新知识体系。这套新知

识体系既要能够使世界看到“中国在世界中”的中国理解是什么，又要能够对“变动中的当代”所蕴

含的整体性问题提出有效的中国认识。那么，如何建构或生产这一知识体系，我们认为费孝通先生

在《江村经济》中确立的“从实求知”会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先生重返江村，不

断以新的视野重新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再认知，这样贴近“实际”的知识生产是一个艰难的认识路

径的选择过程，需要得到与此相应的贴切的认识论与可靠的方法论的支持。费先生在他 80岁生日

之际提出了与异文化的相处之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先生说，“这句话

也就是我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5]。我认为，这也应该是我们当代学人在进行新知识体系建

构时的认知起点。

〔责任编辑：方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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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s to the continuous discovery and confirmation of“what is Marxism”in the process of correcting
the source. Practical cognitive logic refers to grasping how to uphold and develop Marxism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Critical cognitive logic refers to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power and truth brilliance of Marxism in dialectical negation.

A Discussion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Inspired by Peasant Life in China by Xiao⁃
tong Fei
Li Youmei

This year marks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Fei Xiaotong’s birth. The academic circle is honoring the
academic demeanor of the predecessor in different ways. As Fei Xiaotong’s masterpiece, Peasant Life
in China has keenly raised the important issue of the encounter of“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cultures in academic practice and responded positively to it, enabling it to truly participate in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the world social sciences. At the time when the world has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that have not been seen in a century, the new situation has also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worldwide social sciences. Today, we are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
ing sociological knowledg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rereading Fei’s work
with new questions, we can’t help but feel deeply that his realistic theoretical ideas are not out of date;
on the contrary, they are still enlightening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reality. Restudying Fei’s aca⁃
demic works will surely give us new enlightenment for reflecting on how China faces the“new situation”.

Making Provisions Before Troubles Occur: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Great Changes in State Governance
Ren Jiantao

As it is committed to achieving the goal of modernizing its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China needs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new challenges in governance that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s bringing about.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s on the eve of a great breakthrough. The
modern scientific revolution marked by the technical applic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hand in hand
with other new technologies, has fundamentally shaken the“modern”system. The modern state gover⁃
nance model based on classic science must be reconstructed: A traditional state governance model
based on classic science must be changed right now; state governance must shift from relying on certain⁃
ty to considering uncertainty, with the governance model of simply seeking for efficiency abandoned
while a humanistic form of state governance recreated, thus ensuring that the basic reasons, value sup⁃
port, efficiency pursuit and public aggreg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will be maintained when state gover⁃
nance moves into the second axis period guid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tigious Study or Lost Study
—— Research on the Cyclical Law of the Centennial Development of the Legal History Dis⁃
cipline
Xia Xinhua

The century-ol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egal history discipline and its cyclical changes be⁃
tween“prestigious study”and“lost study”involve the cyclical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gal histo⁃
ry discipline on a deep level. With the cyclical law as a tool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egal history discipline over the past century has roughly exp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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